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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自一百多年前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
来，围绕着“信达雅”三字的阐释就没有停息
过。然而，这些阐释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绝
大部分的话，都对严复“信达雅”本意有误读
和误释。值得注意的是，误读者在他们误释的
基础上还营造出了一个既不符合严复本意、更
偏离翻译本质的翻译理念，反过来还以这样的
理念去指责严复，称“严复提出了‘信达雅’，
但他自己的翻译却没有做到‘信达雅’，尤其
是没有做到‘信’”，等等。 



    而更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翻译理念在当
代中国翻译界还占据着主流地位，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误导着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
践。尽管我们也看到，在以“译入”行为为主
的时期，这样的翻译理念也不无它的正面意义，
因为交出一份所谓的“信达雅”的译文，对外
来文化的传播还是有它的积极贡献的。然而，
在当今的文化外译阶段，这种追求表面的“信”
而无视“达”的翻译思想就暴露出了它的弊病。 



一、误读始于把“信达雅”简
单地奉作一切翻译的标准 

    贺麟（1925年）：“严复在翻译史上第二
个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他于《天
演论》例言里发表他的信雅达三条标
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
”（贺麟：《严复的翻译》，转自罗新璋《翻译论集》

P217） 

 



    梁启超（1922）：“译事之难久矣。近人严
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然兼之实难。
语其体要，则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
雅。”（梁《佛典之翻译》） 

    此处梁对“信达雅”的阐释已经背离严复的
本意，纯粹按三字的位置确定其意义和地位。
后世对“信达雅”三字的类似误释也就不足为奇。 



    陈康（1942）：“关于翻译，严几道提出
‘信’‘达’‘雅’三个条件来。‘信’可说
是翻译的天经地义：‘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
不以‘信’为理想的人可以不必翻译。‘达’
只是相对的。”（陈康《论信达雅与哲学著作翻译》，罗
P524） 

   不难发现，陈康的话，已经把“信达雅”推
向了“信”这个极端。 



   吴献书（1949）： 严复“‘信达雅’三字就
成了这几十年来的翻译原则；批评翻译的人亦
大都把这三字作标准。实则在我们意中的‘信
达雅’与严氏的‘信达雅’几已完全不同
了……我们现在对这三字的解释是（1）‘信’：
对于原文忠实……（2）‘达’：译文明白晓
畅……（3）‘雅’：译文文字优雅。”（《英文

汉译的理论与实际》开明，1949年第四版） 

     这恐怕也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人对“信达雅”
的理解和阐释。 



譬如，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
（1959）：“‘信、达、雅’标准早已成了我
国的传统翻译标准，我们今天也没有否定它的
必要。用通俗的话来说，‘信’是对原著内容
忠实，‘达’是译文畅达，‘雅’是译文优
美。”（《艺术性翻译问题与诗歌翻译问题》，P654） 

 



  一百多年来对“信达雅”误读、误释偏
离了严复本意，同时还营造出了一套违背
翻译本质的翻译理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误导着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 

（看不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本质，理解不了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片面追求表面的忠
实，忽视接受、传播、影响等实际效果） 



二、严复“信达雅”本意探索 

  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

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
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

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
倍本文。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
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

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
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
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
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
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

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
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
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
也，岂钓奇哉！不侫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

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罗修P202-

3） 

 



   从以上三段话可以看出，严复标出“信达雅”三
字，一是抒发对翻译之难的感慨，二是宣示其
为自己设定的翻译原则——求“达”。而且，
纵观严复的翻译实践，他始终严格地遵循着他
为自己设定的翻译原则。 



试看他的《名学浅说》一书的“译者自序”： 

   “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

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
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名学浅

说》译者自序，罗P212） 

 



    但也不是没有人看出严复标举“信达雅”的真
正用意，如王佐良： 

    拿实践来检验他的理论，我们就容易看出：
他之所谓“信”是指为这样的读者（按：指当
时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中国知识
分子）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
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
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他们。
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
忽视的大事。（王《严复的用心》1981） 



沈苏儒： 

    从翻译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严复作为一位
翻译家能在一百年前就把译本所预期的读者纳
入视野，并把达成交流的目的作为翻译的首要
任务，不能不说是具有极大理论价值的创见。
（沈苏儒《论信达雅》1998，P57） 



“严复的‘达’，始终是以意义为本的。” 

“具体地看看严复作出这选择的背后原因和动
机，这对于全面理解严复的翻译理论有很大的
帮助。”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
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82、88页。）  



“既然这样，他（指严复）的译作是否成功，
便不在于它们可不可以做到我们今天所说的
‘忠实’、‘通顺’或其他别的什么翻译标准，
而在于能不能够在维新自强的运动中发挥作用，
也就是把一些对中国当时的改革有帮助的讯息
带给那些足以左右维新运动的读者，从而推动
维新改革，达到富国强家的目的。由此可见，

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
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
中国读者产生作用。”（同上第93-94页） 

 



“严译中换例的例子很多，不必在这里一一胪
列。但由此可以看出，严复其实并不是真的要
逐字逐句去进行翻译，这根本不是他所追求的
目标。这段引文中所说的‘谨合原文与否，所
不论也’便是这个意思，而‘取足喻人’才是
他的标准。‘信、达、雅’始终以内容为主，
而‘取足喻人’也就是要把内容和意义好好地
告诉读者，让读者清楚明白。可以说这就是严
复翻译理论的中心所在。”（同上，第105页）  



三、“再释信达雅” 
         启迪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反思 
中国传统翻译理念： 

     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罗新璋：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
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
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当为我国翻
译理念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案本—求信—善译 

 

信达雅—神似—化境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
考，必先将所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
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
所有相当之实义，委屈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
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
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
手，经营反覆，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
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
书，译之成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

出入于其间，是则为善译也已。 

 



   “神似、化境”与“案本、求信”并非一脉
相承，后者的基础是佛经翻译，前者-文学翻译 

    后者标榜“原文至上”，追求“忠实为要” 

    前者讲究效果 

 



   站在当代立场上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与
严复翻译思想遥相呼应的是傅雷的“神似”说 和
钱钟书的“化境”说。 

    共性：审美效果和接受效果 

   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本质 

 



其实，严复的“信达雅”本来已经揭开了中国
传统译学思想的新层面，但被后来的阐释者断
章取义，简单化为翻译的标准，且望文生义地
以为“信”是第一位的，违背了严复的本意。 

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
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
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
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
本文。（《天演论》译例言，罗P202） 

 



四、“再释信达雅”的现实意义 

1. 正本清源，重新梳理和认识中国传统翻译思
想的发展脉络，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
推进当代中国的译学理论建设； 

 

2. 在文化外译正在越来越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
关注热点之时，正确认识严复的翻译思想与
实践为我们思考文化外译理论提供了宝贵的
理论资源。 


